
增加土地供给能否有效抑制房价上涨

———利用“撤县设区”的准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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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抑制重点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
其中，供给侧的土地调控是近期以来的重点。 虽然关于土地供给与房价的关系已有很多

学者关注，但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导致得到的结论不一，甚至出现完全相反

的情况。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建立一个静态局部均衡模型，说明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

对房价的影响机制；其次创新性地利用“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２６７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研究了土地供给对城市房价的影

响，很好地规避了两者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表明，土地供给规模的扩大的确有助于降低

城市的房价水平。 这一结论在排除城镇化推动商品房市场需求增长的情况后依然成立。
因此，扩大土地供给规模以缓解供需矛盾是调控我国中心城市房价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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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 １９９８ 年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重点城市的房价始终保持高速的增长势头。 即使是在

密集的政策调控下，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近六年的平均涨幅仍高达 ８０ １５％ ，①诸多二线

重点城市的房价也出现惊人的增长。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学者尝试探究导致中国房价过快上涨的

因素，包括预期（况伟大，２０１０）、收入差距（高波等，２０１３）、城市移民（陆铭等，２０１４）和垄断性的土

地供给制度（宫汝凯，２０１２；王弟海等，２０１５）等。 其中，垄断性的土地供给制度更是被认为是导致

房价泡沫化的根源。 比如，邵新建等（２０１２）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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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行政性垄断不断推高地价，而高地价经由成本传导机制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

暴涨。
然而，由于土地供给与房价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因此很难通过实证回归直接识别这两者

之间的单向关系（Ｏｏｉ 和 Ｌｅｅ，２００６）。 也正是内生性问题，导致现有关于土地供给是否影响房价的

研究结论不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 比如，Ｐｅｎｇ 和 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４）研究了香港的土地供给

制度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香港政府对土地供给的严格控制是推动房价与租金持续

上涨的重要原因，土地资源稀缺导致人们对未来形成有限的土地供给预期。 Ｔｓｅ（１９９８）则对 Ｐｅｎｇ
和 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４）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香港政府的土地供给制度与高房价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

系，香港政府基于土地收益最大化的供给行为将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再如，Ｉｈｌａｎｆｅｌｄｔ（２００７）基于

美国佛罗里达州内 １００ 多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越严格的土地供给管制将会导致越高的房价；而
Ｌｉ，Ｗｏｎｇ 和 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１６）基于 １９９７ 年香港土地出让制度改革的研究则表明，高房价反过来会对

政府部门的土地出让与私人部门的房地产供给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由于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运用传统的实证回归方法往往会导致问题无法得到准确的揭

示。 幸运的是，作为现阶段我国中央政府进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政策①

的实施为研究城市土地供给变化与房价波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撤县设区”
政策旨在因地制宜地壮大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的规模，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

扩大城市的行政区划面积，近年来这一政策被我国中央政府频繁使用。 图 １ 显示，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我国开始第一波“撤县设区”改革热潮，随后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有所放缓，但在 ２０１４ 年以后再度

频繁实施。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我国“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行政规划网。

“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不仅放松了城市发展面临的土地资源约束，也标志着被撤并地区从农

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型，并可能基于如下几种内生激励改变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 （１）城
市规模扩张需求。 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大城市对城市规模扩张的需求与能力通常比小城市更强

（Ａｕ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魏守华等，２０１５）。 由于地级市的城市规模通常比被撤并的县更大，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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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镇化又是城市规模扩张的重要选择（张莉等，２０１１），因此在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可能通过出

让更多的土地以推动城市规模扩张。 （２）土地财政依赖需求。 一些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对土地财

政的依赖程度远高于欠发达地区（刘守英、蒋省三，２００５），由于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比被撤

并县更高，而土地出让可以带来预算内、外的双重收益（吴群、李永乐，２０１０），因此在政策实施后，
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出让更多的土地以扩充财政收入的来源。 （３）人口城镇化需求。 撤并政策的实

施将引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唐为、王媛，２０１５），而人口城镇化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会与房地

产市场需求，这将同样激励地方政府扩大土地出让规模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
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在“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前后，城市的土地供给规模将会发生显著的变

化。 因此，这一政策为研究土地供给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此，本文

首先通过构建一个静态局部均衡模型，以探讨“撤县设区”政策对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以及城

市房价的影响作用；其次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我国 ２６７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

实证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如下。 （１）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通过利用“撤县设区”政
策引发的行政区划调整，间接研究土地供给对城市房价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克服土地供给变化和

房价波动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使结论更加稳健。 （２）有助于为土地政策的调控效应提供经验支持。
新一轮房价调控的重点集中于供给侧，其中土地调控最为主要。 本文的研究虽然不是直接以当前

土地政策为切入点，但所得到的土地供给规模扩大确实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的结论，正好可为这

一轮的供给侧调控提供经验支持。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为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第四与第五部分分别为实证结果分析与地区异质性分析。 第

六部分为稳健性检验。 第七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现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有激励通过限制土地供给规模以减少商品房供给数量，进而推动地

价上升与房价上涨（Ｇｌａｅｓｅｒ 和 Ｇｙｏｕｒｋｏ，２００２），因此土地供给规模的上升有助于缓解商品房价格的

上涨压力（Ｚａｂｅｌ 和 Ｄａｌｔｏｎ，２０１１）。 本部分首先借鉴邵新建等（２０１２）建立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分
析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对商品房市场的内生影响机制；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撤县设

区”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土地供给与城市房价的影响。
（一）地方政府垄断下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

假定在一个城市范围内的商品房市场上，ＰＨ为单位房价，ＱＨ为总需求量，α 为反映商品房市场

起始状态的参数，α 越大表示城市房价越高，斜率系数 β 刻画了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此
时商品房市场的总需求函数为：

ＰＨ ＝ α － β ＱＨ （１）

假定在该商品房市场中存在 ｎ 个同质的房地产开发商，每个开发商 ｉ（ ｉ ＝ １，２，３，…，ｎ）在竞争

性的土地市场上拍卖获得ｑ ｉ
Ｌ单位的土地。 在假定容积率为 １ 的情况下，每个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

面积为ｑ ｉ
Ｈ ＝ ｑ ｉ

Ｌ单位。 同时，假定每个开发商 ｉ 的商品房开发成本ｃｉ由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构成，单
位面积土地价格为ＰＬ，单位面积建筑安装成本为 ｋ，此时成本函数ｃｉ为：

ｃｉ ＝ ｑｉ
Ｌ × ＰＬ ＋ ｑｉ

Ｈ × ｋ ＝ ｑｉ
Ｌ × （ＰＬ ＋ 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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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房开发完成后，假定房地产开发商的竞争方式为古诺（Ｃｏｕｎｏｔ）竞争，并均以单价ＰＨ出

售，此时每个开发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为：

ｍａｘ πｉ ＝ ｑｉ
Ｌ × ＰＨ － ｃｉ ＝ ｑｉ

Ｌ × （α － β∑ ｎ

ｉ ＝ １
ｑｉ
Ｌ） － ｑｉ

Ｌ × （ＰＬ ＋ ｋ） （３）

由于开发商是同质的且符合古诺竞争模式，因此每个开发商的均衡状态是一致的，即ｑ ｉ
Ｌ ＝ ｑ∗。

此时，对式（３）中的ｑ ｉ
Ｌ求偏导，可得最优土地开发量ｑ∗

Ｌ ＝
α － （ＰＬ ＋ ｋ）
β（ｎ ＋ １） ，由Ｑ∗

Ｌ ＝ ｎ ｑ∗
Ｌ 可得土地市场的

需求函数为：

Ｐ∗
Ｌ ＝ α － ｋ － （ｎ ＋ １）β

ｎ Ｑ∗
Ｌ （４）

此时均衡状态下市场上的商品房总供应量Ｑ∗
Ｈ 与商品房价格Ｐ∗

Ｈ 为：

Ｑ∗
Ｈ ＝ ｎ ｑ∗

Ｈ ＝ ｎ ｑ∗
Ｌ ＝

ｎ（α － ＰＬ － ｋ）
β（ｎ ＋ １） （５）

Ｐ∗
Ｈ ＝ α － β Ｑ∗

Ｈ ＝ α －
ｎ（α － ＰＬ － ｋ）

（ｎ ＋ １） ＝ α
（ｎ ＋ １） ＋ ＰＬ

ｎ
（ｎ ＋ １） ＋ ｋ ｎ

（ｎ ＋ １） （６）

假定地方政府是土地市场上唯一的垄断供给者，共出让ＱＬ单位土地，每单位土地的出让成本

（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等费用）为 γ，此时地方政府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为：

ｍａｘπ ＝ ＰＬ × ＱＬ － γ × ＱＬ ＝ α － ｋ － （ｎ ＋ １）β
ｎ ＱＬ( ) × ＱＬ － γ × ＱＬ （７）

可求得均衡状态下最优的土地供给量Ｑ∗
Ｌ 与土地价格Ｐ∗

Ｌ ：

Ｑ∗
Ｌ ＝ （α － ｋ － γ）ｎ

２β（ｎ ＋ １） （８）

Ｐ∗
Ｌ ＝ α － ｋ － （ｎ ＋ １）β

ｎ Ｑ∗
Ｌ ＝ α － ｋ ＋ γ

２ （９）

进一步的，将式（９）的Ｐ∗
Ｌ 代入式（６）可求出均衡状态下的商品房价格Ｐ∗

Ｈ ：

Ｐ∗
Ｈ ＝ α

（ｎ ＋ １） ＋ ｎ（α － ｋ ＋ γ）
２（ｎ ＋ １） ＋ ｋ ｎ

（ｎ ＋ １） （１０）

（二）“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

在“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前，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存在，地级市与被撤并县政府在财政收

支上拥有相对独立的支配权，并在各自辖区范围内的土地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此外，户
籍制度的存在使两个地区的商品房所能享受的公共资源服务存在一定的差异。 基于上述考虑，假
定在撤并政策实施前两个地区的土地与商品房市场是相对分割的。 此时，原地级市辖区与被撤并

县各自的商品房市场需求曲线分别为：

ＰＨ ＝ αｉ － βｉ ＱＨ，ｉ ＝ １，２ （１１）

根据前文的推导，在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情形下，原地级市辖区与被撤并县最优的土地

３２



供给量分别为：

Ｑｉ
Ｌ ＝

（αｉ － ｋ － γ） ｎｉ

２ βｉ（ｎｉ ＋ １） ，ｉ ＝ １，２ （１２）

在撤并政策实施之后，地区之间的行政区域分割将打破，且被撤并县的土地经营权将上交由

地级市政府统筹，此时原市辖区与被撤并县的土地与商品房市场将被统一整合起来，根据原先各

自的商品房市场需求曲线，可推导出新市辖区的商品房市场总需求曲线：

ＰＨ ＝
α１ β２ ＋ α２ β１

β１ ＋ β２
－

β１ β２

β１ ＋ β２
ＱＨ （１３）

进一步可得政策实施后，新地级市辖区的最优土地总供给量为：

Ｑ∗
Ｌ ＝

α１ β２ ＋ α２ β１

β１ ＋ β２
－ ｒｋ － γæ

è
ç

ö
ø
÷（ｎ１ ＋ ｎ２）

２
β１ β２

β１ ＋ β２
（ｎ１ ＋ ｎ２ ＋ １）

＝
（α１ β２ ＋ α２ β１ － （ｋ ＋ γ） （β１ ＋ β２））（ｎ１ ＋ ｎ２）

２ β１ β２（ｎ１ ＋ ｎ２ ＋ １）

（１４）

此时，可以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土地总供给量ＱＢ
Ｌ ＝ Ｑ１

Ｌ ＋ Ｑ２
Ｌ与Ｑ∗

Ｌ ：

Ｑ∗
Ｌ － ＱＢ

Ｌ ＝
ｎ２ β２（α１ － ｋ － γ）

２ β１ β２（ｎ１ ＋ ｎ２ ＋ １）（ｎ１ ＋ １） ＋
ｎ１ β１（α２ － ｋ － γ）

２ β１ β２（ｎ１ ＋ ｎ２ ＋ １）（ｎ２ ＋ １） ＞ ０ （１５）

由式（１５）可知，撤县设区后，基于土地出让利益最大化的内生激励，地方政府将扩大土地供给

规模，统一市场情况下的土地供给总量将大于原先两地区的土地供给总和。
进一步地，我们将考察在该政策的作用下，土地供给规模扩大对商品房价格产生的影响。 在

“撤县设区”实施前，原地级市辖区与被撤并县的商品房加权平均价格为：

ＰＢ
Ｈ ＝

Ｐ１
Ｈ Ｑ１

Ｈ ＋ Ｐ２
Ｈ Ｑ２

Ｈ

Ｑ１
Ｈ ＋ Ｑ２

Ｈ
＝

［２ α１ ＋ ｎ１（α１ ＋ ｋ ＋ γ）］（α１ － ｋ － γ） ｎ１（ｎ２ ＋ １）２ β２

＋ ［２ α２ ＋ ｎ２（α２ ＋ ｋ ＋ γ）］（α２ － ｋ － γ） ｎ２（ｎ１ ＋ １）２ β１

２［β２ ｎ１（ｎ１ ＋ １） （ｎ２ ＋ １）２（α１ － ｋ － γ） ＋ β１ ｎ２（ｎ２ ＋ １） （ｎ１ ＋ １）２（α２ － ｋ － γ）］
（１６）

在“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后，基于式（１５）新的土地供给量Ｑ∗
Ｌ ，可求得均衡房价Ｐ∗

Ｈ ：

Ｐ∗
Ｈ ＝

２（α１ β２ ＋ α２ β１） ＋ （ｎ１ ＋ ｎ２）［α１ β２ ＋ α２ β１ ＋ （ｋ ＋ γ）（β１ ＋ β２）］
２（ｎ１ ＋ ｎ２ ＋ １）（β１ ＋ β２）

（１７）

此时，进一步比较“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前后商品房价格ＰＢ
Ｈ与Ｐ∗

Ｈ 的变化可知，基于新的均衡土

地供给规模得到的新的城市商品房价格将明显下降，即：

Ｐ∗
Ｈ － ＰＢ

Ｈ ＝
－ （ｎ２ （α１ － ｋ － γ） ２ ｎ１ （ｎ２ ＋ １） ２ β２

２ ＋ ｎ１ （α２ － ｋ － γ） ２ ｎ２ （ｎ１ ＋ １） ２ β２
１）

２（ｎ１ ＋ ｎ２ ＋ １）（β１ ＋ β２）［β２ ｎ１（ｎ１ ＋ １） （ｎ２ ＋ １） ２

（α１ － ｋ － γ） ＋ β１ ｎ２（ｎ２ ＋ １） （ｎ１ ＋ １） ２（α２ － ｋ － γ）］

＜ ０

（１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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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式（１５）与（１８）的推导结果，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说。
Ｈ１：在“撤县设区”政策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将扩大土地供给规模。
Ｈ２：在“撤县设区”政策的影响下，土地供给规模的增长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

三、 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设计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以验证上述两个研究假说，拟采用的模型设计为基于倾向得分

匹配的倍差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ＳＭ⁃ＤＩＤ）。 采用这一模

型设计的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 （１）由于处理组城市可能在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及地理因素等方

面具有区别对照组城市的特征，这些可观测因素的差异可能促使中央更倾向于在特定地区实施

“撤县设区”改革，因此政策的实施可能是非随机的，这种自选择性将导致传统的 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

结果发生偏误并且偏向未知，因此需要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ＳＭ）为处理组寻找相似的对照

组。 （２）某些无法观测的因素可能影响处理组与对照组城市相关产出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些不可

观测因素的存在同样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发生偏误，而倍差法（ＤＩＤ）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

这一问题。 为此，我们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ＳＭ）与倍差法（ＤＩＤ）结合起来，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第一步，采用 ＰＳＭ 方法在多个可观测的特征维度上为处理组城市寻找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个

体，进而构造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 由于“撤县设区”政策是逐年在多个城市中推行实施的，因此采

用逐年基期匹配的方法（刘晔等，２０１６），在潜在的对照组城市中为每一年发生政策改革的处理组城市

寻找匹配个体，并在最后剔除了所有未能达到匹配要求的对照组城市。 最终，样本中仅保留两组城

市：第一组是处理组，即实施“撤县设区”政策的处理组城市；第二组是能与单个或多个处理组城市完成

匹配的对照组城市。 此外，由于在 ＰＳＭ 匹配的过程中，对照组中的城市个体可能与单个或多个处理组城

市完成匹配，因此我们将根据对照组城市得到的总匹配次数，在估计中按其获得的权重进行加总调整。
第二步，采用 ＤＩＤ 方法进行政策评估。 由于单独使用 ＰＳＭ 方法仅能保证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一

系列可观测变量上获得匹配，但事实上一些无法观测变量也可能对产出产生潜在影响，即可能存

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参考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１９９７）、Ｃｈｅｎ 和 Ｊｉｎ（２０１２）的做法，在运用

ＰＳＭ 方法匹配处理后，使用 ＤＩＤ 模型进行政策评估。 尽管在 ＰＳＭ 匹配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已具

备较为相似的初始条件，但对于地理位置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而言，在 ＤＩＤ 模型中将被差

分处理而无法体现其对潜在产出影响的时变影响。 因此，我们借鉴了 Ｌｉ，Ｌｕ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６）的研

究，控制了一系列固定特征变量与不同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此时 ＤＩＤ 模型变为增广的 ＤＩＤ 模型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具体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β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 ρ Ｔｒｅａｔｉ × ｔ ＋ （Ｓ × ｆ（ ｔ）） ′θ ＋ γＸ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１９）

其中，Ｙｉｔ代表城市 ｉ 在第 ｔ 期的潜在产出（Ｏｕｔｃｏｍ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Ｐｏｓｔｔ，估计系数 β
为我们关注的政策处理效应。 其中，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表示是否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当为处理组时则取

１，为对照组时则取 ０；Ｐｏｓｔｔ表示城市在第 ｔ 期是否实施“撤县设区”政策，若实施则为 １，否则为 ０。
此外，Ｘ 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潜在产出的可观测变量，μｉ为个体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γｔ为随时间

变化的固定效应，εｉｔ为干扰项。
在式（１９）中，首先加入交叉项Ｔｒｅａｔｉ × ｔ 以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线性的时间变化趋势的差异，

５２



其中 ｔ 代表样本期间内的不同年份，ρ 为该交叉项的系数。 其次，加入固定特征变量与三种不同时

间趋势项设定的交叉项Ｓ × ｆ（ ｔ） ′，其中 Ｓ 表示一系列城市固定特征的向量，ｆ（ ｔ）为三种不同的时间

趋势设定，其含义如下：第一个是年份变量 ｔ 的三阶多项式与 Ｓ 的交叉项 Ｓ × ｔ、Ｓ × ｔ２、Ｓ × ｔ３，主要用

于满足 Ｓ 对产出的影响，服从非线性的时间趋势的假定；第二个是Ｐｏｓｔｔ与 Ｓ 的交叉项 Ｓ × Ｐｏｓｔｔ，该项

假定允许在政策实施前后，固定特征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三个是年份的虚拟变量γｔ与 Ｓ 的

交叉项 Ｓ × γｔ，该项假定固定特征变量对产出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动态变化的。
（二）变量度量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商品房用地供给规模。 本文利用商品房用地出让总面积度量商品房用地供给规模，数据主要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土地市场网上①抓取，经处理后保留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 ２８５ 个地级市商品房

用地出让面积的年度数据。
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 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

首先剔除缺失值样本，接着对城市商品销售价格进行 １％ 的截尾处理，最后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

国 ２８５ 个地级市的房价数据。
此外，我们还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剔除 ２０００ 年以前实施“撤县设区”的城市，避免过去

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对当期产出的影响；（２）剔除 ２０１３ 年以后实施“撤县设区”的城市，避免未来发

生“撤县设区”改革产生的预期作用。 最终我们获得了 ２６７ 个地级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７３８ 个样本。
其中，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发生过“撤县设区”改革的城市，即处理组，共计 ５６ 个城市 ７８４ 个样本；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从未发生过“撤县设区”改革的城市，即对照组，共计 ２１１ 个城市 ２９５４ 个样本。

２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分别从四个角度对实证进行了控制：一是影响城市“撤县设区”申
请的变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人口规模、财政收入、城市 ＧＤＰ 四个指标；②二是影响土地与房价关

系的其他变量，具体包括工资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小学生数量、医院总数；三是城市的个体固

定效应特征，主要包括城市初始的人口就业结构、城市初始财政收支平衡情况以及控制因素，分别

用 ２０００ 年非农业人口比例、１９９９ 年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和省会城市虚拟变量进行衡量；四是地理

因素，用于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等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地形。 其中，地理位置用控制城市地理

质心所在的经纬度衡量，地形则用城市的平均海拔与坡度衡量。 上述控制变量中，城市层面的经

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理信息变量中的城市经纬度、海拔与坡度变量的数

据则基于谷歌地球提供的中国高程地形图（ＤＥＭ），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提取所得。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ＰＳＭ 匹配分析

在完成 ＰＳＭ 匹配后，我们对一系列控制变量 Ｘ 在匹配前后的差异进行检验。③ 从结果来看，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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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参见中国土地市场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网络爬虫技术可获得该网站提供的不同城市的日

度土地成交信息，本文进一步将其整理为年度数据。
衡量依据主要来自我国民政部在 ２００３ 年制定的《市辖区设置标准》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新出台的《市辖区设置标准》（征求意

见稿），上述文件均对城市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财政收入、经济总量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平行性检验结果与核密度函数图未予以展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匹配后的偏差（Ｂｉａｓ）大部分均小于 ５％ 。 在匹配完成后，城市中心所在的经纬度及所在省份在匹

配前后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空间位置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一方面，
地理上的相似性可避免一些无法观测的地理因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如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与人

文环境等。 另一方面，省份的虚拟变量未存在明显差异，可避免省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

的影响。 ＬＲ 检验的结果显示，匹配后已经无法根据一系列控制变量 Ｘ 的特征区分是否进行政策

处理。 一系列检验结果均表明平行性假设（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得到较好的满足。 在完成上述匹配后，保留

了 ５６ 个处理组城市与 １１４ 个对照组城市。
（二）“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初步判断

为对“撤县设区”这一政策的影响效应做初步的判断，我们首先选取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１９ 个实

施该政策的城市①为研究对象。 具体的处理过程如下：第一步，暂时剔除 ２００１ 年以后实施“撤县设

区”政策的其他处理组城市的样本；第二步，针对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１ 年实施“撤县设区”的城市进行

ＰＳＭ 匹配，并将所有未获得匹配的对照组城市暂时剔除；第三步，将上一步中获得匹配的对照组城

市按其在 ＰＳＭ 匹配中所获得的权重大小，就土地供给与房价求加权平均数，进而构造出与处理组

可比性较强的对照组。 具体如图 ２ 与图 ３ 所示。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处理组与对照组商品房用地供给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统计所得。

由图 ２ 中可直观看出，处理组城市的商品房土地供给规模相对于对照组明显扩大，并且在长

期内这一扩张效应的表现尤为明显；统计结果显示，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这 １９ 个处理组城市商品房

供给总量比对照组高出 ４０ ６３％ 。 进一步的，由图 ３ 同样可以观察到，在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房

价水平逐渐低于对照组；在样本期间内，处理组城市的年度平均房价比对照组低 ８ ９５％ 。 上述分

析给予我们一个直观的判断，即“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可能确实有助于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

给规模，进而在长期内抑制城市房价的上涨。 为确定政策实施的真实影响效应，接下来我们将运

用增广的 ＤＩＤ 模型对所有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给出了不同时间趋势设定情形下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１）仅控制了城市个体固定效

应μｉ与时间固定效应γｔ，此时政策实施Ｒｅｆｏｒｍｉ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能够

７２

① 这 １９ 个城市分别为宜昌市、金华市、无锡市、苏州市、天津市、衢州市、济南市、北京市、重庆市、武汉市、上海市、扬州市、
成都市、珠海市、南京市、淮安市、广州市、杭州市、襄阳市。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处理组与对照组商品房价格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统计所得。

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规模；列（２）进一步控制了处理效应的线性时间趋势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ｔ，此
时Ｒｅｆｏｒｍｉｔ的系数有所变化，但结论仍保持不变；列（３）、列（４）、列（５）在列（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了固定特征变量的不同时间趋势项，列（６）控制了所有的时间趋势项。 可以看到，在控制固定特征

变量不同的时间趋势效应之后，模型结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并且Ｒ２高达 ０ ７２３，表明模型解释力

度较强。 从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撤县设区”政策将促使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出让规模扩大

２７ ０％ 。 这一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政策在引起行政管辖区域扩张的情况下，的确刺激了地方政

府出让更多的商品房用地，由此验证研究假说 Ｈ１。 在确定政策产生的土地供给效应后，随之而来

的一个问题是，土地供给规模的扩张是否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

　 　 表 １ 土地供给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商品房用地出让面积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０ １８９∗

（１ ７８５）
０ ２５６∗∗

（２ ３３５）
０ ２８１∗∗

（２ ４２４）
０ ２５２∗∗

（２ ２６９）
０ ２７１∗∗∗

（３ ２７０）
０ ２７０∗∗∗

（２ ９１１）
城市固定效应μ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γ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Ｓ × ｔ 控制 控制

Ｓ × ｔ２ 控制 控制

Ｓ × ｔ３ 控制 控制

Ｓ × Ｐｏｓｔｔ 控制 控制

Ｓ × ｆｔ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组内 Ｒ２ ０ ５１８ ０ ６２２ ０ ６３２ ０ ６１９ ０ ７４１ ０ ７２３

Ｆ ２５ ８３０ ２４ ９３４ １９ ２３２ ２２ １０３ ９ ６４２ ８ ２０３

　 　 注：括号中为 ｔ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估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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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以商品房价格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不同时间趋势项的情况下，结果均

表明在地方政府土地供给规模扩大的情形下，城市的商品房价格的确下降了。 以控制了所有时

间趋势项的第（３）列的回归结果为例，处理组城市的房价水平比对照组平均下降了 １０ ８％ ，由此

验证研究假设 Ｈ２，即在“撤县设区”政策的影响下，土地供给规模的增长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房价

上涨。
上述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政策在扩张城市行政面积的同时也重新统一了可利用的土地资

源，这将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规模，进而有效地降低整体的房价水平，这一结论与静态局部

均衡模型的推导结果是一致的。

　 　 表 ２ 房价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商品房价格对数

（１） （２） （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 ０ １０９∗∗∗

（ － ５ ６４４）
－ ０ １３５∗∗∗

（ － ６ ５３３）
－ ０ １０８∗∗∗

（ － ４ ５８６）
城市固定效应μ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γ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ｔ 控制 控制

多种不同时间趋势 控制

样本数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组内 Ｒ２ ０ ８９７ ０ ８９８ ０ ９０８

Ｆ ８２４ ６９５ ７９５ ０７４ １７６ ２９５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估计所得。

五、 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与政策倾向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长期

存在。 整体而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格局：东部城市不仅拥有天然的优

势地理位置，同时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经济实力强、
城镇化水平高的中心城市，其房价水平通常较高；中部与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通常较

为落后，房价也通常较低。 可见，尽管“撤县设区”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但由于不同地

区的城市可能处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该政策产生的效应可能存在很强的地区异质性。
为简单刻画不同地区城市的发展差异，表 ３ 比较了东部、中部及西部对照组城市与处理组城

市的行政区域面积、人口规模、ＧＤＰ 及财政收入四个指标。 从比较结果来看：（１）对于所有地区的

城市而言，处理组城市在主要考察的 ４ 个指标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城市，说明规模更大、经济发

展水平更高的中心城市可能更容易通过中央审批实施“撤县设区”政策，这也从侧面表明 ＰＳＭ 匹

配的必要；（２）东部城市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均大于中西部城市；西部处理组城市的行政区域面积

及人口规模明显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但 ＧＤＰ 与财政收入水平较低。 上述结果说明我国不同地区

城市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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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不同地区城市主要指标的均值对比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对照组 处理组 对照组 处理组 对照组 处理组

行政区域面积 １２７４ ５４ ２４０６ ８３ １８８９ ０１ ２５８４ １２ ２４７０ ３９ ４６４１ ０８

人口规模 １１２ ２３ ２６７ ４７ ９５ ５８ ２２３ ３５ ８９ ９２ ３１１ ８９

ＧＤＰ ６５０ ９９ １９０５ ８４ ２８３ ２８ １１６５ ２１ ２４０ ６１ １１５９ ６９

财政收入 ５８ ０６ ２１８ ２４ ２２ ５０ １０４ ７７ １５ ５７ ９５ ９９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统计所得。

为进一步研究“撤县设区”政策的土地供给效应与房价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将所有

城市按所在地区设置东部、中部、西部设置三个虚拟变量Ｒｅｇｉｏｎ ｊ，并将其与处理变量交乘，此时式

（１９）扩展为：

Ｙｉｔ ＝ α ＋ ∑３

ｊ ＝ １
β ｊ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ρ Ｔｒｅａｔｉ × ｔ ＋ （Ｓ × ｆ（ ｔ）） ′θ ＋ γＸ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２０）

其中，β ｊ（ ｊ ＝ １，２，３）为主要关注的系数，分别代表政策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效应。 表 ４ 分别以

商品房用地出让面积对数和商品房价格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政
策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就土地供给效应而言，从表 ４ 中的列（１） ～ 列（３）的回归结果可知，该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

效应远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土地供给效应大于西部地区。 以第（３）列中的回归结果为例，
结果表明该政策使东部处理组城市的土地供给规模相对于对照组显著提高 ２５ ８％ ，而在中部和西

部地区下降为 １７ ７％和 １１ １％ 。 对于这一结果的可能性解释如下。 （１）土地财政依存度的差异，
我国不同地区的土地财政规模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城市的公共支出对土地财政的依存度

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小（杨圆圆，２０１０），因此东部城市有更强的激励通过土地出让以创造更

多的预算外收入（陈志勇、陈莉莉，２０１１）。 （２）东部城市的行政面积小于中西部地区，但人口规模

却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更为紧张，因此在政策实施之后，东部城市的地方政府

更倾向于扩张土地供给规模以满足商品房需求。 （３）西部城市的行政面积远大于中部地区，土地

供给较为充足；并且西部城市多以第二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商品房市场需求较低，西部城市的土地

出让规模扩张效应相对较弱。
在分析了土地供给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后，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房价的异质性效应。 从表 ４ 中的

列（４） ～列（６）中的回归结果可知，该政策对东部城市房价的影响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以第（６）列
的回归结果为例，该政策使东部处理组城市的房价水平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 ５ ４％ ，但这一效应

在中部与西部城市扩大为 － １８ １％和 － １０ ９％ 。 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如下。 （１）东部城市的

城市化水平与人口集聚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供给扩张对房价产生

的负向影响；（２）在政策实施之后，中部城市的土地供给扩张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城市，进而导致该

政策对中部城市商品房价格的负向影响远大于西部城市。 尽管有如上猜测，但我们仍无法确定该

政策的实施是否确实会对商品房市场的需求侧因素产生影响，因此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对这一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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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撤县设区”政策的地区异质性效应

商品房用地出让面积对数 商品房价格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东部
０ ３１０∗∗

（２ ３２２）
０ ２５７∗∗

（２ ０４５）
０ ２５８∗∗

（２ ０４９）
－ ０ ０５６∗∗

（ － ２ １６４）
－ ０ ０６３∗∗

（ － ２ ４４９）
－ ０ ０５４∗∗

（ － ２ ０６１）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中部
０ １７９∗∗

（２ ０９０）
０ １５１∗∗

（２ ３７９）
０ １７７∗∗

（２ ４７５）
－ ０ １８０∗∗∗

（ － ７ ３４８）
－ ０ １７４∗∗∗

（ － ６ ５５１）
－ ０ １８１∗∗∗

（ － ７ ２７１）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西部
０ １２５∗

（１ ８１５）
０ １０９∗∗

（２ ２９７）
０ １１１∗

（１ ７６３）
－ ０ １０９∗∗∗

（ － ３ ２４７）
－ ０ １０１∗∗∗

（ － ４ １３４）
－ ０ １０９∗∗∗

（ － ３ ７８９）

城市与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多种不同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组内 Ｒ２ ０ ６４２ ０ ６５１ ０ ６３７ ０ ８９９ ０ ９０６ ０ ９０５

Ｆ ２３４ ４４１ ９５ １５８ ３２７ ３６５ １７７ ８２３ ６６７ ０１６ １２４ ８６３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估计所得。

六、 稳健性检验

由上述实证结果可知，“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地区土地供给产生的扩张效应远大于中西部地

区，但该政策对东部城市商品房价格水平的负向影响效应却远低于中西部城市。 因此，伴随着供

给端的土地供给规模的增长，该政策是否也会对商品房市场的需求端产生影响？ 我们猜测这种影

响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该政策刺激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地级市

政府可能增加对被撤并地区的公共支出并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以此吸引更多的产业与人口向城

市聚集，这将产生新的商品房需求；另一方面，撤并政策在推动被撤并地区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打

破了城市内部的行政区划分割，亦可能引发跨地区的人口和资本等要素向城市中心聚集，促进产

业集聚与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增长。
现有的文献研究支持上述猜测，城市规模的扩张将有利于推动人口流入与促进经济发展，这

主要来源于产业聚集、生产率提高与就业机会增加等因素。 一些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

“撤县设区”政策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率（ＴＦＰ）并促进城镇人口的增长（唐为、王媛，２０１５）。
因此，若忽略需求端的变化对城市房价存在的潜在影响，不仅无法解释东、中、西部出现的房价效

应差异，同时也可能低估或高估土地供给增长产生的房价效应。 为此，我们将在稳健性分析中进

一步考察该政策对需求端的影响情况。
表 ５ 考察了该政策对商品房市场需求端的地区异质性效应，其中用城市人口规模衡量人口集

聚程度，用城市 ＧＤＰ 衡量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并以人均道路面积作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的代理变量。 从表 ５ 中的回归结果来看，一方面，该政策对东部地区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以及

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由此说明，该政策可能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城

市商品房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何东部城市在土地供给大规模增长情况下，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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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未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另一方面，该政策对中、西部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影响并未存

在明显的差异，但对西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刺激效应却显著高于中部城市，这一结果解释了中、
西部城市房价效应的异质性来源：中部城市的土地供给增长效应远大于西部城市，在需求端变化

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土地供给增长将对中部城市房价产生更强的负向影响。
上述结果提供了另一重要的启发，该政策对所有地区的市场需求侧均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效

应，说明增加土地供给对城市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应该比我们所观察到的更强，由此证明前文的

结论是稳健的。 换言之，即使是在该政策推动各个地区的商品房市场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土地供

给的增长依然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房价上涨。

　 　 表 ５ 需求侧变化的地区异质性效应

人口规模对数 ＧＤＰ 对数 人均道路面积对数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东部
０ ３６４∗∗∗

（３２ ０９１）
０ ３３４∗∗∗

（１９ １８２）
０ ２２４∗∗∗

（８ ２５８）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中部
０ １１０∗∗∗

（１２ ９５６）
０ １３３∗∗∗

（１１ ９２２）
－ ０ ０５０

（ － １ １９４）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西部
０ １２５∗∗∗

（７ ５８１）
０ １２７∗∗

（２ ２６９）
０ ２３９∗∗∗

（５ ５６７）

城市与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 × ｔ 控制 控制 控制

所有时间趋势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８０

组内 Ｒ２ ０ ７３１ ０ ９７０ ０ ８０８

Ｆ ５０ ２９８ ６０８ １７５ ３３１ １２８

　 　 资料来源：Ｓｔａｔａ 估计所得。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借助我国“撤县设区”改革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克服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间接探讨土地供给对城市房价调控的影响作用。 首先，借鉴邵兴建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本文通

过建立一个静态局部均衡模型以解释在垄断市场情形下，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对城市房价影

响的内生激励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撤县设区”政策对地方政府土地供给与城市房价的潜在

影响。 接着，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我国 ２６７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一系列研

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撤并政策的实施有效刺激了地方政府扩大商品房用地的供

给规模并显著降低了城市的房价水平。 地区异质性效应分析则表明，该政策对东部城市土地供给

规模的正向刺激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城市，但最终产生的房价负效应低于中西部城市，这一结果

主要是由于该政策对商品房市场需求侧的影响不同导致的。 上述研究结论背后的重要经济含义

是，在我国长期的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扩张中，即使是在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刺激商品房市

场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土地供给规模的扩张仍是缓解城市房价上涨压力的有效方式。
本文的一系列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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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城市的房价进行调控时，更多的是采用“限贷”或“限购”等抑制市场投机性需求的措施。
然而，这些需求侧的调控政策在长期内的效果十分有限，重点城市房价依然在密集的政策调控中

持续上涨。 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垄断性的土地供给制度造就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这种人

为创造的稀缺性为投机性需求创造了机会，也使房地产超越了消费品的基本属性。 因此，破除当

前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困局的核心不仅在于需求侧调控，供给侧的土地市场改革亦是关键一

环。 （１）应建立多元化的土地市场供给结构，例如通过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用地入市、提高商品房用

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等措施推动商品房供给的增长，弱化房地产

企业与个人对未来土地供给稀缺性的预期。 （２）应改变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利益最大化的内生激

励，将稳定经济发展与保障民生纳入政府土地供给的决策体系当中，以保证土地供给能够与人口

城镇化带来的商品房需求相匹配为目标，以缓解重点城市商品房市场上的供求矛盾为导向，坚决

遏制土地市场高溢价现象频发、杜绝商品房市场炒作投机行为的出现，通过推动土地市场与商品

房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市场治理的长效机制。 （３）“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

推动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日渐增长的房价压力，这对我国政府的

城市扩张策略与路径选择而言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撤县设区”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

城市内部的房地产供给与需求的区位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区位变化是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重要因

素，同时也是房地产市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难点之一。 然而，鉴于城市内部区位数据的缺乏，我
们尚未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妥善解决，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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